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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宪制问题的“齐家”

朱林方*

摘 要 如何将分散的个体组织构成为有机共同体,是一个国家的宪制问题。早期东西

方都曾以家庭作为政治体组织原则,与西方日益“告别家庭”不同,政治整合中家庭的重要性是

“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常数”。有限官僚制的古代中国开创了“编户齐家”的治理机制。集体化的

中国通过对家庭成分、家庭户口以及附着其上的象征性资本的分配,实现了对实质性资源的调

配和现实性权力结构的调整。当代中国创造了以户内委托和户代表制为实现形式的“一户一

票”制,将作为自然历史单位的家户吸纳为政治表意单位,化解基层民主遭遇的选举和治理危

机。从“编户齐家”到“一户一票”,通过家户将人民组织起来,在不断的创造性转化当中演生为

一个古老而有力的中国宪制传统。

关 键 词 宪制 齐家 家庭成分 家庭户口 一户一票

一、问题的谱系

如何将分散的个体“组织起来”,构成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要面对的

宪制(constitutional)问题。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几乎每个社会,都曾一度经历过以家庭关系为

基础“组织起来”的阶段。〔1〕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便被认为是“宗族的团结方式”与“政权的

组织形式”相结合的结果。〔2〕古希腊、古罗马和古代印度,也都以家庭祭祀为基础,形成不断

扩大的社会政治结构,使“家庭的组织原则次第地延行于胞族、部落、城邦中”,而早期文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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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法中的‘家’传统及其创造性转化研

究”(项目编号:19FFXB06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梁治平:“‘家国’的谱系”,载《文汇报》2015年4月17日,第T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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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崩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起源于家庭内部的分化,是由于所谓“家庭内的战争”:血缘纽带无

可避免的渐行渐远、长子和余子日益严峻的阶级分化,使以家庭为基础的政治秩序陷于危

机。〔3〕

西方世界解决危机的办法是,既然家庭靠不住了,那就抛弃家庭。因此,在柏拉图和亚里

士多德那里,家庭成了城邦的敌人,被认为会与城邦竞争忠诚,其内在的亲疏远近之区分会妨

碍在城邦中构建普遍化的友爱关系,因而是一种“社会性的恶”,必须在制度层面消除或限制其

作用领域,防止其对城邦目标和运行的破坏。〔4〕基督教及其教会组织通过接管和神化家内

的名称和组织系统,把本来在家中的价值,逐步挪移集中到教会中去,从而部分取代家庭。〔5〕

近代启蒙思想家更是不承认任何自然意义上的权威,将家庭本身也“去自然化”,将家庭关系的

正当性也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6〕于是,既然家庭秩序终究要解体,那就让它解体,从而制

造出一个个独立自主的个人,既然家庭关系作为社会整合资源不再有效,那就选择社会契约,

作为新的组织资源取而代之。

中国的解决方案则是不同。虽然自然意义上的家庭的社会整合能力遭遇危机,但可

以创造拟制化的家庭关系,从而重建“家—国”关系。“家”在空间上的扩展性赋予其强大

的政治功能,“家”在时间上的延伸性赋予其独特的宗教根基,〔7〕由此衍生出了“天下一

家”的宗法封建政体。早期宗法封建制崩溃后,“家”的政治功能和宗教向度被吸纳进儒

家“家国天下”的政治哲学纲目,并在天与民、君与臣的政治关系运作以及宗庙制、郊祀制

的宗教礼制运作之下,形成了一整套“拟家化”机制。〔8〕通过将作为公共领域的国家拟

制为一个家庭,建立普遍化的家庭伦理,弥补自然家庭血缘纽带的衰减,家庭重新成为国

家治理的组织基础和心智模型,从而在新的政治社会基础之上重建了“家”与“国”的和合

关系。“拟家化”的治理体系赋予了家庭以丰富的象征资本和强大的化育力量,使家庭得

以继续成为国家组织与治理的基本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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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差等之爱对城邦普遍之爱的冲突。就此问题,肖瑛有过专门的讨论。参见肖瑛:“家国之间:柏拉图与亚

里士多德的家邦关系论述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第159-180页。
赵汀阳:“制造个人”,《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1期,第105-114页。
李猛:“自然状态与家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30-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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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形勇和甘怀真,一个从姓氏、称呼、公私关系判断出发,一个以宗庙礼与郊祀礼双重祭祀体

系切入,呈现中华帝国如何将“国”拟制为“家”,如何将“家”的原理施用于“国”。参见(日)尾形勇:《中
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3-204页;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

释》,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151-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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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界关于中西方家制与政制的研究卓有成效,〔9〕并形成了两种代表性的研究进

路,一种是价值—规范主义进路,一种是事实—经验主义进路。价值—规范主义进路,如张龑

教授的研究,通过对家原则和个体自由原则的辨正,揭示了家原则深长化的时间结构所蕴含的

优于个体自由原则的价值维度,从而提出家作为法学基本范畴、家价值作为法律秩序基本价值

的主张。此外,作为家价值的规范延展,一些学者还围绕我国宪法第49条“家庭受国家的保

护”条款,形成了“宪法原则论”“家庭权论”“制度性保障论”等宪法解释学说,并提出了相应的

宪法保卫家庭的具体实现路径。〔10〕事实—经验主义进路最引人注目的是苏力的研究。苏力

注意到了家庭之于“共同体的政治构成”的意义,并将其定位为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宪制”问题。

在他看来,作为宪制问题的“齐家”就是“如何令遍布中国大地,无论北方南方的每个农耕村落

的人们有效合作,形成内部的秩序并得以长期维系”。〔11〕苏力运用社会科学理论详细解释了

儒家的三项家庭伦理规范———父慈子孝、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发生的社会机理,以及它们

如何促成了“齐家”的实现。

苏力宏阔的理论作业开放出了巨大的问题空间,因而尤其值得重视。然而,遗憾的

是,苏力所讨论的这些“齐家”的伦理规范只能够解释一个家庭内部的秩序是如何实现

的,却无法说明千千万万个家庭是怎么被组织起来并得到有效治理的。“家齐而后国治”

更多只是次序和象征的表达,“齐家”并不能自动进至“治国”。为了自洽,苏力主张“中国

的许多村落都是单一姓氏的家族”,一方面将“家”扩展为村落,另一方面又将村落限缩为

单姓农耕村落,从而将城市和多姓村落均排除在外。可是,即便把广泛存在的城市排除

在外,把单姓农耕村落作为古代中国的“理想类型”也难以成立,这与其说是“理想”不如

说是“想象”,因为,大量出土的户籍类简牍史料呈现的实际上是另一种情景,如长沙走马

楼吴简和敦煌版籍文书就显示:即便是在宗法家族最为强大的魏晋时期以及北朝至唐宋

间,多姓杂 居 都 是 更 为 突 出 的 乡 村 景 象,村 落 是“编 户 齐 民 的 乡 村,而 不 是 宗 族 的 乡

村”。〔12〕归根结底,苏力只注意到了作为政治整合机制的“齐家”的内部视角,即每一个家庭

的秩序维系问题,却忽视了“齐家”的外部视角,即如何把所有家庭(无论同姓还是异姓、村落还

是城市)“组织起来”从而实现有效治理的问题,而通过家户将人民“组织起来”的整合机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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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制与政体”,载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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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王锴:“婚姻、家庭的宪法保障———以我国宪法第49条为中心”,《法学评论》2013年第2期,第3-14页;刘练

军:“民法典应承载宪法对家庭之制度性保障”,《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2期,第32-42页。
苏力:“何为宪制问题?”,《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106页。苏力关于“齐家”问题的

展开,参见苏力:“齐家:父慈子孝与长幼有序”,《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2期,第100-113页;苏力:“齐
家:男女有别”,《政法论坛》2016年第4期,第3-16页。

参见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是从“齐家”进至“治国”的关键环节。

事实上,与西方社会政治结构日益告别家庭这一秩序模型迥然有别,社会组织与政治整合

中家庭的重要性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常数”。〔13〕本文将呈现,借助不同的制度载体作为实

现形式,家庭一直顽强地充当着国家组织与治理的基本单元。通过家户将人民“组织起来”,是
从古代中国到当代中国一以贯之的“宪制议程”。中国的社会整合突出地表现为不是解构家庭

而求得个人之间的联合,而是通过家户将人民“组织起来”。

二、如何“编户齐家”

在古代中国,正式官僚十分有限,而疆域人口却非常庞大,国家无力在县以下设置政权机

构实施直接统治,那么,有限官僚制的政府怎么组织和治理广土众民呢? 利用家户在中国思想

传统和社会生活中的特别地位,古代中国创生出一种“编户齐家”的治理机制,成为作为宪制问

题的“齐家”的早期形态。
“编户齐家”的组织原理表现为:将家庭作为社会数目管理的基本单位进行登记认证,使人

口、身份、财产、行为各种社会事实化身为数字信息之流,不断涌向权力中枢,为国家提供一套

借助于家庭来安排、规制、细化权力关系的治理技术,为国家汲取、监管、分配体系的建立提供

统计数据的基础;通过什伍编组之法将分散的家户按照一定的单位和进制联合起来,将散于辽

阔国土之上的无量人口抟聚为上下相联、层层相属的共同体;通过横向的相互性的联保连坐,

在若干个家庭之间建立起基于信息的家际连带责任,从而为单位家户之间提供可持续的社会

整合纽带。最后,作为规训主体的家户成为社会整合和秩序生产的策源地,符合统治要求的秩

序被源源不断地从家户中生产出来,进而通过层层递推、节节相制的治理技术被整合进共同体

的秩序洪流当中。
(一)以户籍登记掌控人口

“编户齐家”的治理机制首先要求以户籍登记的方式对国土之上的人口进行确认、识
别和掌控。孔德曾断言,“人口即命运”。每一个国家都需要一种“覆盖能力”来追踪流动

的人口及其财产,从而汲取必要的资源,维系自我的存续。〔14〕也需要一种“识别能力”,

将动态或静态、集合或个别的人口信息,通过统一的编码、计算、分类和汇总成为标准化

的系统,作为实施监管与再分配的信息基础。〔15〕王安石《周礼新义》所言“欲知民数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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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见前注〔1〕,第96页。

JohnTorpey,TheInventionofthePassport:Surveillance,CitizenshipandtheState,New
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pp.2-20.

JamesScott,SeeingLikeaState:HowCertainSchemestoImprovetheHumanConditionHave
Failed,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98,p.102.欧树军从国家能力的视角出发,将国家对人、
财、物、行、事等进行登记和认证的能力作为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参见欧树军:《国家基础能力的基

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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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尚安能得其情而制之乎”、〔16〕徐干《中论》所谓“民数周为国之本也”,〔17〕讲的正是这

个道理。
中国人口登记制度起源甚早,殷商甲骨中便载有“登人”之事,西周有关于“料民”的人口统

查记载,周代还出现了通过官职分司以统辖人民的人口管理制度。春秋中期以后,首先由于战

争频繁需要扩大兵源,尔后又兼以赋税征取的需要,全面登记户口的制度逐渐发展起来,国家

的管理者对于其土地上的人口的支配,由早期的一家一丁为限发展成囊括一家全部人口,管理

与动员的凭借也从名籍扩展而为户籍。较早见于记载的有楚国为了援助齐国、牵制晋军,实行

“大户”政策,即杜预所谓“阅民户口”,扩大家户登入户籍的范围。尔后又有齐国为了援卫伐

晋,实行“书社”之制,户口登记的范围继续扩大,开始可能只是将登记的范围扩大到所有成年

男子,进一步发展则扩大到生齿以上的男女老幼所有人口,对所有人口进行登记并“书于版”
“登于天府”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建立起来。〔18〕秦国所开创的户籍登记之法更是户役合编,
体式综合,详于籍注,凡国家治术所需掌握的每一个人口的一切状况、家庭关系等等,尽在户口

一簿之中。〔19〕“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20〕举凡天地之大,几乎没

有漏网之鱼。
由此,古代中国创造出独特的户籍制度,以家户为单位对人口进行系统的确认、识别、分

类、评估、检测和追踪,从一个乡村到整个国家,对人民及其财产进行准确计算登记,周知其数,
详知其情,在此基础上征派适当税役,推行国家政教。户籍制的成熟标示着中国古代治理机制

的一个革命性转换,王朝的管理者支配与动员其土地上之人口的方式从早期的以血缘为核心

一变而为立基于地域。封建城邦的人民散居在里邑中,基本上靠大大小小的血缘圈抟聚成大

小不同等级的族群,人口多通过族群来整合动员。一旦封建解体,氏族结构涣散,人口因居地

而著籍,户籍便取代古往的族群联系而成为统治者动员人口的主要凭借。〔21〕借助于户口的

登录和稽核,政府才能有效地控制人口,整合人民。
(二)以什伍编制联结家户

“编户齐家”的治理机制还要求以什伍编组之法作为组织单位与扩展进制将分散的家户联

合起来。户籍登记仅仅实现了以家户为单位对人口进行的确认、识别和掌握,并不能自动将人

口组织起来进行有机整合。王安石对《周礼》的阐释准确地把握到了这一“散齐之道”,他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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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安石:《三经新义(三)<周礼新义>》,程元敏校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38页。

〔东汉〕徐干:《中论》,徐湘霖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296页。
关于编户齐民的出现与户籍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

成》,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4年版,第2-34页;王跃生:《制度与人口———以中国历史和现实为基础的分

析》(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74-820页。
张金光先生对秦代户籍登记管理制度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参见张金光:《秦制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74页以下。
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6页。
参见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4年版,

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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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聚而无以系之则散”“民所以多僻,以散故也”“民有所系属而不散,故多寡死生出入往

来,皆可知也。夫然后可得而治矣”。〔22〕那么,如何“整齐散民”,即如何将分散的家户以一定

的单位和次序组织起来,从而“无一壤一民不相联属”呢?

《周礼》中有关于用“比邻之法”系属万民的经典描述。西周实施“国野制”,王都城郭及四

郊以内称“国”,以外称“野”。“国”中设“六乡”,“野”中设“六遂”。“六乡”的家户编组办法为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

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23〕“六遂”的家户编组办法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

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24〕比闾族党州乡和邻里酇鄙县遂的地治结构,以
“五家为比”和“五家为邻”为最基本的组织单位,上下相联,层层相属,依次将“六乡”的闾(二十

五家)、族(一百家)、党(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乡(一万二千五百家)、以及“六遂”的里(二

十五家)、酇(一百家)、鄙(五百家)、县(二千五百家)、遂(一万二千五百家)数万家户尽数纳入

治理的范围,构成为一个富于连续性的多层次统治体系。

不过,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闾里什伍编组之制可能并非西周古制,而是春秋中期以降

军制与田制改革的结果。〔25〕“什”与“伍”原为军制单位,春秋时期“以军领政”的变法改革希

图以军法统领民众,军事组织单位与进制于是成为闾里行政编制方法。据文献记载,齐国可能

是较早开始进行“五家为伍”的户籍编组制度改革的。齐桓公向管仲问“得志于天下诸侯”之

计,管仲对曰:“作内政而寄军令焉”,“桓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

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26〕同时,“五家为轨”还是军事

预备组织,平时有一户,战时便有一兵。管仲主持的变法改革实际上是用什伍编组之法将行政

系统与军事组织结合起来,希图通过这种统合方式打造一个全民皆兵的体制。

秦国并非最早实施什伍编组制的国家,却是最为彻底和最为全面贯彻什伍编组制的国家。

公元前375年,秦献公实施“为户籍相伍”,开始以什伍之制作为户籍编组的方式。公元前356
年,秦孝公“以商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27〕开始全面实施什伍之制。秦不

单行什伍编组,更兼以别法,一则实施分户令,“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民有二男以上

不分异者,倍其赋”,〔28〕从而肢解宗法家族组织,把家户单位强令分析到最细小程度,使个体

家庭成为独自直接担负向国家履行赋税徭役义务的行政单元而加以控制;二则“令民为什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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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27〕

〔28〕

王安石,见前注〔16〕,第38、49页。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同上注,第390页。
据考证,《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故一般认为《周礼》关于“比邻之法”的描述未必是在西周真实发

生过的事实,而有可能是战国学者以春秋战国时制度为基础所附会的理想蓝图。参见钱穆:“周官著作时代

考”,收载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91-396页;郭沫若:“周官质疑”,收载郭

沫若:《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9-53页。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31页。
〔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29-2230页。
同上注,第2230、2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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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牧司连坐”,即向以什伍之法编组在一起的各家各户课以相互纠察告发罪犯的共同责任。

春秋战国之后,“十家为什,五家为伍”的户籍编组之法成为王朝联合家户、系属抟聚万民

的不二之法。所谓“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

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不求而约,不召而来。故民无流亡之意,吏无备

追之忧。故主政可往于民,民心可系于主”,〔29〕描述的正是什伍编组之法的功用。王安石在

设计保甲制度时也同样将什伍编组之法作为整齐散民的关键,“民散则多事,什伍之则无事

……能什伍其民,维持之以法制,则天下定;不能维持以法制,则其不乱者幸也”。〔30〕由于社

会环境、技术条件、居住特点的不同,历代“编户齐家”的编组单位略有差别,但大体上体现了从

五家为一个递进单位到十家为一个递进单位的变化,这或许不是通过精确计算的最优的家户

联合规模,但可能是在反复试错中总结出的规律性的组织单位。

(三)以联保连坐作为整合纽带

“编户齐家”的治理机制还要求通过横向的相互性的联保连坐机制,在若干个家庭之间建

立起基于信息的家际连带责任,从而为单位家户之间提供可持续的整合纽带。王安石阐释《周
礼》齐民之道时就说:“聚而无以系之则散,系而无以治之则乱”。〔31〕单是以一定的组织单位

与扩展进制将分散的家户系属抟聚起来,并不能保证国家一定会实现有效的治理。如果在单

位家户之间缺乏可持续的秩序生产机制,分散家户的联合反倒可能成为国家祸乱的根源。户

籍登记和什伍编组在国家治理体制的变革中“完成了巨大的任务”。〔32〕但整齐散民不能仅仅

以一定的单位和进制对家户进行“排列组合”,单位组织内的家户之间需要一些特殊的“联结”

机制,从而建构起统一、有序的单位地治结构。宗法封建制下的乡里以聚族而居为基本特征,

血缘关系由是成为团结的纽带。经过战争离乱,人口迁移流徙,五方之民聚而成邑,彼此之间

不一定有血缘关系,就需要新的机制作为整合的纽带。

在经典诗文所描述的井田制中,家户编组的基本单位是八家,八家通过对其共同包围在中

间的那块土地享有共同的所有权(八家为井、同养公田)而联系在一起。〔33〕八个家庭之间,比
邻共治,守望相助。通过这种方式,就在邻里之间衍生出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种相

互性的团结整合机制。

商鞅在秦国则实行连坐告奸制,即所谓“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设告

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34〕即被编户制度纳入什伍之内的家庭,彼此之间有义务

监督他者的言行事项,检举他者的违法犯罪活动,否则就会被视为犯罪,与正犯同罪论处。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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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33〕

〔34〕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23页。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589-5590页。
王安石,见前注〔16〕,第49页。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龚泽铣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页。
《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南宋〕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39页。
《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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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云:“可(何)谓‘四邻’? ‘四邻’即伍人谓殹(也)”。〔35〕自家与前后左右

四家邻居组合为一个政治社会单位,就是伍,伍邻比比相扣如环,相互有保任之责。秦简《法律

答问》和《秦律杂抄》还记载了“与盗同法”“与同罪”等伍家须连坐论罪受罚的多种情形。〔36〕

连坐法能够有效运行,关键就在于它成功地在合适规模的家庭之间科以彼此监督的义务,并以

连带责任的强制权力作为保证和后盾。通过组织和划分责任群体,设定同一群体内部负有监

督和告发的义务,规定获得违法信息、告发受到奖励,隐匿受到处罚,群体中的一人违法,集体

承担责任等一系列复杂的制度构造,精巧地利用既有的社会条件建立起了基于信息的连带责

任。〔37〕连坐一方面增加了惩罚的殃及效应,将本来是无辜的与犯罪毫不相干的人也纳入制

裁的范围,使其不但要自己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还要承担起伤害邻里家人的负罪感。同时,

作为一种动员策略,它将纳入连带责任范围的邻里团体改造成了一个监督团体,每个人都不只

是对自己负责,还要对他人负责,只有互相监督,保证没有一个人犯罪,才能确保一个邻里共同

体的安全。连坐制不再依赖于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而是依赖于培养群体中的利益分离。〔38〕

“编户齐家”整合机制实现的关键就在于联保互察制度。虽然井田法强调互助,连坐制依

赖惩罚,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受儒家影响的制度基于社群“积极方面”(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而
运作,而法家开创的制度则依赖于更为强制性的方法(相互规制和监督)。事实上,互察与互助

之间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后世的“编户齐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两者共同的承继,兼顾了法

家的治理方法和儒家的价值体系,既强调单位家户之间的互相纠察,也兼顾彼此之间的守望相

助,从而发展为一种富于弹性的整合纽带。
(四)以个体家户作为规训主体

“编户齐家”的治理之道之所以能够整齐散民并实现秩序的可持续生产,归根结底还在于

其以家户作为基础单位和规训主体。在这个体系当中,“家庭不是一个机构(institution),而是

一个机制(mechanism)”,〔39〕作为独特政治机制的家户实际上成为了社会整合和秩序生产的

策源地。
“编户齐家”治理机制充分地利用了家户之于政治社会组织的治理意义。在中国,家庭一

直被拟制为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和心智模型。尽管历来各种控制和规制机制可能改变家庭的

角色、名称、地点或者记录各个组织和家长的机制,但是家庭的内部秩序和家长的地位从来没

有被动摇过。

把家庭秩序融入国家治理机制,一方面是通过家庭内部的等级关系实现的,这种等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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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38〕

〔39〕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94页。
同上注,第143、159、193页。
参见张维迎、邓峰:“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99-112页。
(澳)迈克尔·R.达顿:《中国的规制与惩罚》,郝方昉、崔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

34页。

JacquesDonzelot,ThePolicingofFamilies,Baltimore: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

1997,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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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社会的基础。苏力所谓儒家“齐家”三义,即父慈子孝、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正是在这个

层面上成为框定、实现和持续生产家庭秩序的核心伦理机制。另一方面,“编户齐家”制度明确

地将家长这个一户之主作为家庭的代表,要求其承担起公法上的家政管理责任。就家庭内部

而言,家长享有统领诸位家属、掌控和安排家计生产、处理大小家政事务之资格和权力,就家庭

外部而言,家长为一个家户在法律上的代表人和代理人,帝国政府向其科以公法上的责任,要

求他必须管理好家庭,保证完成对于政府的各项义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关

于户籍编组事项,家长具有呈报义务;其二,关于田粮赋税事项,家长有缴纳义务;其三,一家人

共同犯罪时,如非巨罪重恶,依唐律止坐家长,无造意随从之区别,此亦认家长为一家之表率,

对国家所负守法义务特为加重。〔40〕

“编户齐家”机制能够成功利用家户之于政治社会组织的治理意义,还在于其将自身嵌于

家庭和社会之间,设计了组织家庭秩序的适恰路径。“编户齐家”虽然给家庭压上了沉重的责

任,但并不去破坏家庭本身。如迈克尔·达顿所言,保甲“对既存家庭关系遣散和重组不是破

坏性的,因为它从来不曾直接挑战该领域的权威;相反,它只提供了一种阐明的方式,一种对身

份地位的调控,以及对该领域的权力安排。这是因为对于这些场域而言,保甲的权力从来不是

外在强加的;它是通过这些场域中的重新谈判、调控和重新表述而展示它的权力”。〔41〕

周秦之际,户籍登记、什伍编组、联保连坐的机制逐渐形成。秦以降,汉有亭里什伍法,晋

有闾伍法,后魏北齐有邻比制,北周有团伍制,隋有保闾族党制,唐有保邻里乡制,都或多或少

地继承了户籍、什伍、连坐之法。宋代出现了保甲法,保甲法并不是什么全新的发明创造,王安

石自己在制定保甲之策时就明确承认:“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齐,子产用之郑,商

君用之秦,仲长统言之汉,而非今日之立异也”。〔42〕保甲法试图将户籍登记、什伍编组、联保

连坐机制关联融合在一起,承担起“管教养卫”等多方面职能,成为一整套“文教武事皆出乎其

中”的综合性整合机制,〔43〕对后世社会整合之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被认为“是理解中国

古代政权组织方式的根本所在”。〔44〕明清“编户齐家”的整合之道对宋代保甲法多有继承,但

也出现了相应的组织与功能分化。〔45〕通过控制保长来管理甲长,通过控制甲长来管理家长,

通过控制家长来管理家中的每一个成员。借助这套连续性的治理技术,王朝不需在基层设置

一级行政机构,即可基本实现对每一个家庭及其成员的有效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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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42〕

〔43〕

〔44〕

〔45〕

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27-228页。
达顿,见前注〔38〕,第10页。
〔北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一“上五事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40页。
据统计,宋代保甲制度所涵盖的事项有:保甲公职、养马、煽摇、恤免、漏丁收丁、捕盗、请给、借贷、

赈济、簿籍、都作、器甲什物管理、犯罪、科举、投军、逃匿、伤亡存恤、差用保甲及擅差等数十项。参见俞菁慧:
“《周礼》‘比闾什伍’与王安石保甲经制研究”,《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第111-131页。

张维迎、邓峰,见前注〔37〕,第105页。
参见萧公权:《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张皓、张升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4

年版,第55-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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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家庭成分与家庭户口的治理

19世纪的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陷入了一种一盘散沙的“低组织化状

态”。〔46〕正是围绕如何摆脱“低组织化状态”,“建国”问题成为了近代中国政治的核心议

题。〔47〕使国家政权扩张和下沉到最低的社会层级,从而提高国家整体上的经济汲取与政治

控制能力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任务。在不同的国家政权建设道路中,家户被塑造

为不同的形态,被赋予不同的使命。

(一)国家政权建设中的“家户”

近代中国在“共和”的呼声中废弃了沿袭经年的保甲法,求助于地方自治,以之作为国家政

权建设的实现形式。但是,地方自治推行二十余载,秩序不彰,反受其乱,原本乃近代政治改革

锋芒所向的“旧制”保甲法,反而被纳入“以自治为体,以保甲为用”的实用主义政治策略,在国

民政府的推动下逐渐复兴。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复活保甲法,重新将家庭置于规训主体地位,在

家庭之间施以横向的连带监控,使“人归于户,户归于甲,甲归于保,保统甲,甲统各户而及于个

人,不许个人游离于无所归缩”,〔48〕从而实现国家政权向地方社会扩张和下沉的目标,使得国

家权力可以直达乡村之家户。然而,保甲法并没有帮助国民政府实现国家政权建设的组织目

标,在新政权成立之后被彻底废除。〔4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使中国克服了近代以来的“总体性危机”,〔50〕初步摆脱了低组织

化状态,完成了“建国”历史使命的第一步,即建立起了独立的主权国家。之后,为了完成“建

国”历史使命的第二步,即快速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采用了“赶超型模

式”,确立了“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工业化开辟道路”的发展战略。

早在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的题为

《组织起来》的著名讲话中就提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

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

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51〕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原有的初级组织形

式无法解决将人民“组织起来”的难题,实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所

提出的集体化方案从理念转变为现实,被确立为正式的解决道路。很快,城市和农村就都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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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隋玠夫:“新县制基层组织中的三位一体”,《新政治》1940年第4卷第4期。转引自肖如平:“从自

卫到自治———论国民政府的保甲制度”,《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第105页。
参见《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对旧保甲人员的处理办法的通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8-10页。
参见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2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了集体化的热潮,并逐渐形成了一种高度一元化的组织和治理结构。在城市,国家建立了“单

位制”体制,将个人重新嵌入进一个个组织严密、权力广泛的“单位”之中,以便于实施动

员。〔52〕在农村,先是发展农业合作社,然后形成了“人民公社”制,实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

共同劳动,统一分配。在集体化的治理体系之下,国家以政治与行政手段进行社会整合,国家

政权的力量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于基层社会。

苏力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国家权力向下延伸,导致了传统“齐家”问题在新中国的消

失。〔53〕在集体化支配体制下,超血缘关系的集体产权和劳动组织的确几乎取消了家庭的产

权地位和自主经营资格,严重削弱了家庭的基本功能。〔54〕因此,在组织实体的意义上,家庭

功能的确走向衰落。但是,在政治符号与治理工具的意义上,家庭在继续发挥着作用,并成为

集体化支配模式中重要的治理资源。在集体化时期,作为宪制问题的“齐家”突出地表现在“通

过家庭成分的治理”与“通过家庭户口的治理”两个方面。

集体化运动的根本组织目标在于“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工业化开辟道路”,为了实现这一组

织目标,国家创造了两种集体化的组织形式,即在农村实施“公社制”,在城市实施“单位制”。

然而,组织目标从来不会自动实现,组织形式需要组织技术支撑,事实上,“以社会主义改造为

工业化开辟道路”这一组织目标所需要的最根本的三大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力和资金,主要

就是借助“家庭成分”和“家庭户口”这类组织治理技术而获得,“公社制”和“单位制”这对组织

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于“家庭成分”和“家庭户口”这样的组织治理技术而得以维系。

(二)通过家庭成分的治理

要想实现农业的集体化生产和经营,需要两个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即大规模可供集体化经

营的土地以及大量可以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劳动的劳动力。然而,在当时,土地的现实占有情况

却是“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他们借此残

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百

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55〕地主富农垄断性占有土地,导致土地

的集体化无法实现,无地农民人身依附于地主,导致劳动力的集体化无法实现。于是,改变土

地占有状况、解放农村劳动力就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1950年,《土地改革法》颁布,其第1条明确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

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据此,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在新解放区有步骤地进行了废除封

建土地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土改运动中,首先就是发动群众,划分阶级,然后才是没收、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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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第71-88页。
苏力:“何为宪制问题?”,《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110页。
参见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第1-17

页。
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载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参

考资料汇编》,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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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和分配土地财产。划分阶级,既是土改中变更地权的理由,也是确立新政权在乡村中合法性

的基础,因此是“土改真正的大事”。〔56〕

1950年8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1951年又

出台《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草案)》,这两个法律文件对五大阶级以及其他各种

类型的细分的阶层的成分认定标准进行了具体明确的区分,成为此后阶级成分划分认定的法

律指南。〔57〕最迟到1952年底,土改的任务和目标基本实现,阶级成分像帽子一样戴在了每

个农村居民的头上。在城市,伴随着民主改革与反革命镇压等运动的进行,参照中央人民政府

关于农村阶级成分划分的相关规定,城市的广大居民也基本完成了阶级成分的划分。〔58〕

尽管中央文件对家庭成分和个人成分有所区分,为个人不同于家庭的成分留有可能,但由

于中国家庭有着强大的同居共财传统,个人很少真正独立于家庭经济,因此,在实践中,阶级成

分划分多是以家庭(户)为单位,阶级的评估很大程度上看解放前三年家庭经济的命运。根据

农民家庭拥有的土地、房屋、大型生产工具(骡马、车辆等)数量和生产方式(自耕、租佃他人土

地、受雇于人、雇佣他人劳动、出租自有土地等),农民的阶级成分被划分为地主(以雇工经营为

主)、富农(自耕与雇人经营相结合)、富裕中农(以自耕为主、雇人为辅)、中农(完全自耕)、下中

农(以自耕为主、租佃他人土地为辅)、贫农(以租佃他人土地为主、自耕为辅)、雇工(以为人做

长工为主)等几个类型。城镇则有资本家(以自由生产资料雇佣他人生产经营)、工商业者(自

己生产和经营者)、工人等。〔59〕

家庭阶级成分划分赋予了土地权属变革以正当性。家庭阶级成分的划分有着象征资本生

产与再生产的意义,阶级身份认定的实质是象征资本的分配,象征资本作用于现实,从而使阶

级实现从虚到实的变化。土地改革先对土地占有进行阶级的分类,即将经济的土地变成阶级

的土地,从而使土地从经济资本转变为象征资本。而阶级的象征资本又可以转换回土地的经

济资本。〔60〕只是,在第二次转换的过程中,由于阶级成分的划分,改变了转换的意义和规则:

即阶级成分为地主和富农的部分土地应当被没收,重新分配给贫下中农阶级。

家庭阶级成分划分的第一个组织后果是土地的再分配。地主、富农家庭的土地大部分被

没收,在贫下中农中进行了再分配。根据1952年9月26日政务院副秘书长廖鲁言的总结报

告,三年土改运动“约有三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在这三年之中完成了土地改革。加上三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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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匡正:“土改学:划阶级成分”,载《南方周末》2007年9月13日。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

382-40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
-120页。

高华:《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
-26页。

王跃生:《制度与人口———以中国历史和现实为基础的分析》(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版,第736页。
张小军:《让经济有灵魂:文化经济学思想之旅》,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2-156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即已完成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农业人口已共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百

分之九十以上”“约有七亿亩土地分给了农民”。〔61〕

家庭阶级成分划分的第二个组织后果是劳动力的解放。劳动力的第一次解放是与土地重

新分配同时发生的。土地改革之前,大量无地、少地的农民不得不人身依附于地主,无法进行

自主性的生产经营。土地改革使数以亿计的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每一个农户家庭重

新获得了组织家庭成员进行独立的生产经营的资格。劳动力的第二次解放是土地改革之后的

社会“新人”改造。土地改革之前,存在一个不参加劳动的土地食利者阶层;土地改革之后,土

地食利者阶层被戴上了地主、富农的阶级帽子,被要求直接参加劳动,接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

义改造。在此过程中,大量的地主、富农阶级被改造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为农业生产补充了

劳动力资源。

除了为农业集体化提供土地和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家庭阶级成分的划分以及以阶级成分

为中心的社会政治运动重新塑造了社会权力结构和秩序,为之后农业集体化的顺利开展奠定

了至关重要的社会基础。有人说,当与象征资本阶级相对应的经济资本土地被重新分配后,经

济上所带来的差异已不复存在,地主阶级已经被消灭了。〔62〕《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

顾》中列举的统计数据显示,土改之后,也就是当地主被划分为地主阶级时,他们的确成为土地

和财产占有最少的人。〔63〕也就是说,阶级成分认定标准的核心在于经济剥削,土改经过将土

地重新分配,消灭了基于土地的经济剥削。但正是在这个时候,阶级的划分却被构建和生产了

出来。其实,象征资本不但可以重新分配经济资本,还要重新分配权力资本。划分阶级成分是

“以象征资本再生产的手段生产阶级和秩序”,从本质上看,是人运用信息象征地建立社会秩序

的重要方式。〔64〕阶级身份的界分实际上也意味着权力的重新分配。土地改革不但使农民获

得了土地,还“使广大农民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经过土地改革中阶级斗争的锻炼,“村村涌现

出大批农民积极分子”,他们努力摆脱旧有的权力网络的控制,配合国家制度安排,为村庄输入

新的秩序。在孔迈隆(MyronL.Cohen)看来,正是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重新分配象征资本、重

新划分权力地位,社会主义革命所要求的基层权力转移过程才得以完成。〔65〕家庭阶级成分

划分的组织意义就在于“当农民在接受了‘阶级’这个概念,认同了自己的阶级身份之后,农民

之间的普遍的联接方式马上产生彻底的改变,就不再是单个的农民之间的可有可无的极为松

散的联系,而成为阶级内部各份子之间非常紧密坚固的关系,并以这种关系形成的一致行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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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鲁言:“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载《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41、843页。
参见陈寒非:“权力、阶级与身体治理———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运动为中心”,《人大法律评

论》2014年卷第2辑,第149-178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张小军,见前注〔60〕,第151页。

MyronL.Cohen,“CulturalandPoliticalInventionsinModernChina:TheCaseoftheChinese
Peasant”,Daedalus,Vol.122(2),1993,pp.15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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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再造了中国”。〔66〕

通过对家庭阶级成分的划分,以及对附着于其上的象征性资本的分配,国家实现了对实质

性资源的调配和现实性权力结构的调整,为集体化生产与经营提供了大规模的土地和劳动力,

也为集体化本身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社会权力结构保障和组织化基础准备。

(三)通过家庭户口的治理

重工业的典型特征是生产链条长,在工业体系建设中的很长一个时期,将会只有投入没有

产出,因此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本积累”。所以,“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工业化开辟道路”的组织目

标还需要第三个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即充足的原始资金。这就要求有大量的农业人口在农

村进行农业生产,一方面将农业剩余用来支持工业发展,即为国家工业化战略提供原始资金来

源;另一方面,也为国家尤其是城市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群提供必不可少的粮食战略供

应。〔67〕为实现这一战略,国家除了以人民公社制度直接组织农民进行生产经营外,还以户籍

制度(以及与之相捆绑的粮食供应制度)进行城乡区隔。

1949年之后,国家政权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强力渗透,高度集中支配体制的建立需要将全

社会纳入控制和支配,自秦代以降厉行百代而不衰的编户齐民制度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再度获

得了生机,借助于新的制度形式而得以继续沿用。于是,在建国初期的几年时间里,新政权采

取先城市、后农村的步骤逐渐全面地重建了户籍登记制度,户政的管理机构最初五花八门,最

后集中到了公安机关的职权之下。〔68〕“通过家庭户口的治理”并非简单恢复户籍编组制度,

而是围绕家庭户口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权力技术,它根据一个人的出生地以及其父母(尤其是母

亲)的户籍类型,将所有人嵌套进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个分化隔离的身份类型。以户籍登记

为核心的一系列城乡区隔的制度办法的核心目的就是“用一切办法……克服农民盲目流向城

市”。〔69〕

从建国之初到1955年间,农村还未进入高度集体化阶段,此时,关于户口迁移并没有太多

限制。从1955年开始,先是内务部和公安部发出联合通知,之后《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

目外流的指示》发布,开始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成为区隔城市农村、控制农村农业人口向城市非农业人口转移

的标志。自此,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进入高度控制阶段。之所以要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

市转移,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严重影响农村集体化的农业大生产活动;另一方

面,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也给城市粮食供应与秩序维护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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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一个分析框架”,《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4期,第

94-98页。
应星:《农户、集体与国家———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六十年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

41页。
马福云:“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1页。
中央劳动就业委员会《关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方针和办法》,载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52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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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格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国家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辅助制度,几乎将城乡

之间完全隔离,导致农民基本无法单独擅自离开农村居住地。其中,最关键的是以粮食为中心

的基本生活资料供应制度。1953年,《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发

布,规定农民在缴纳公粮和保留自用余粮之外,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

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1955年,国务院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

对非农业人口按户口定量凭票供应粮食。这样,只有拥有相应的城市户口,才能在此基础之上

在城市中购买或分得粮、油、布等生活必需品。因此,没有粮食关系和票证的农业人口即便离

开农村进入城市,也会因为无法获得吃穿住行等生活必需品而难以生存下去,“盲目流入城市”

的农民一旦被发现就会被“遣送回原籍”。〔70〕

户口制度和与户口相捆绑的粮食供应制度所实现的第一个组织效果是通过以限制人口迁

移为主要特征的家庭户口制度,国家得以按计划控制人口、组织生产、实施分配。数以亿计的

农业人口被持续地固定在集体化的农业生产组织(开始是合作社,然后是人民公社)当中,以农

业集体化生产为业,源源不断地为国家提供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

户口制度和与户口相捆绑的粮食供应制度所实现的第二个组织效果是国家得以尽可能多

地为工业化发展汲取农业剩余。农业集体化生产的成果,经过粮食供应中的统购统销政策,被

转化为大量的资金,为国家工业化战略创造了原始资本积累。据测算,在集体化时代,通过粮

食统购统销,国家通过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从农业生产中获得工业化发展资金多达

6000亿到8000亿元。〔71〕

总之,在集体化时期,家庭实体意义上的功能被大大挤压,而家庭作为政治与行政符号的

象征资本意义则被开发出来,集体化将人民划入两种存在严重分化的身份系统之中:家庭成分

与家庭户口,从而成功地将所有社会成员嵌套进两种政治分层与行政分层体系。在集体化支

配体制下,通过对家庭这一政治符号以及附着其上的象征性资本的分配,国家实现了对实质性

资源的调配和现实性权力结构的调整,维系了以“公社制”和“单位制”为核心的集体化的组织

形式,完成了以农业集体化为工业化开辟道路的宪制目标。

四、以家庭为单元的自治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强制性力量逐渐收缩,城乡基层社会得到松绑,家户重新成为独立

的生产生活单位,尤其是在农村,人民公社解散,家庭承包制开始实施,分散的农户重新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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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福云,见前注〔68〕,第64-65页。
陈锡文:“资源配置与中国农村发展”,《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1期,第4-9页。也有研究表示,

农业生产为工业化提供的资金积累估算从7000多亿到17300亿。参见严瑞珍、龚道广、周志祥、毕宝德:“中
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第64-70页;冯海发、李激:
“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数量研究”,《经济研究》1993年第9期,第60-64页;《农业投入》总课题

组:“农业保护:现状、依据和政策建议”,《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第56-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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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经营权,以家庭为单位各自进行生产经营。正是在这里,作为宪制问题的“齐家”再一次回

到我们面前,国家政权的上移留下了公共治理的真空,分散的家庭如何将自己“组织起来”对公

共事务进行治理呢?

(一)基层自治及其双重危机

事实上,刚刚重新回到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生活单位的中国农村,的确曾因无法将自己

组织起来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而经历了乡村社会秩序的恶化。〔72〕为了治理村里的偷盗、经

济纠纷、乱砍滥伐集体山林等问题,1980年2月5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合寨村一棵多

人合抱的大樟树下,85户村民,每户一个代表,选举产生了新中国第一个村民自治组织———合

寨村村民委员会。随后,这种自治形式发展到多个省份。〔73〕在城市,1950年代初就已经建立

起来的居民委员会制度也得到了恢复。1982年宪法将村委会制度与居委会制度一道确立为

基层民主自治组织。1987年和1989年,全国人大分别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和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基层自治迅速发展起来。

然而,由于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问题,加上社会结构发生的急剧变迁,基层自治制度陷入

了双重危机当中。

基层自治遭遇的第一个危机是民主选举危机。村(居)民委员会选举是基层自治的关键环

节,选举制度要求有过半数的村(居)民参加投票,选举才有效。然而,村民自治以行政村为单

位,行政村人口众多,并村建设之后,人口规模更加庞大。行政村下面往往有很多自然村,村与

村之间相隔甚远,村民居住比较分散。同时,自1990年代以来,亿万农村居民开始大规模向城

市流动。因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分散的空间分布、大量人口的跨地域流动,导致很多地方村民

选举因参选村民不过半而根本无法开展。在城市,社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单纯的居住空

间,居民对社区没有依赖,对于选举很不在意,参选率更低。选举最重要的政治意义就在于使

“一袋马铃薯”不只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74〕而是被整合为一个有机的

共同体。然而,本来就分散的“马铃薯”,现在又遭遇“空心化”和“离心化”的社会变迁,更难被

“组织起来”了。

基层自治遭遇的第二个危机是民主治理危机。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民主不是装饰

品……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

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75〕民主的原初含义就是指公众在公共领域实现理想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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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柯丹青(DanielKelliher)所指出的,“崩溃的秩序”几乎是所有关于自治主题的著述的背景。参见

(芬兰)琳达·雅克布森:“地方治理:村镇直选”,载吕增奎主编:《民主的长征:海外学者论中国政治发展》,中
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页。

参见徐勇:“最早的村委会诞生追记:探访村民自治的发源地———广西宜州合寨村”,《炎黄春秋》

2000年第9期,第9-1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2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

22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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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体能力,而非投票选举本身。〔76〕把民主缩减为一系列互不相干的选择时刻,实际上是贬

低了民主。卢梭很早就警示我们,在这种民主之下,人们只有在选举投票的那一刻才是自由

的,然后就立即被降格为奴隶,什么都不是了。〔77〕选举不是最终目的,通过选举建立基层自

治组织,将人民组织起来通过决策、管理和监督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才是人民群众创造基层自

治的初心。然而,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连参与三年一届的村(居)民委员会选举都很难保

证,更不要说让村(居)民真正参与村庄或社区公共事务的日常治理了。在实践中,法律规定的

议事机构村(居)民会议在很多地方根本开展不起来,村庄和社区中大大小小的各种事务基本

都是由村(居)委会决策并执行,基层自治退化成了“村(居)委会自治”。同时,由于无法参与村

庄或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村(居)民的政治效能感普遍很低,经常有村(居)民表

示村(居)委会某项与他们利益攸关的决策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由此引发了大量难以治理的

纠纷。

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求解,在国家立法和地方实践中形成了两条重要的解决思路,两条补救

之道均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之上,即户内委托投票制度和户代表制度。

(二)补救机制一:户内委托投票

由于海量人口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村民委员会选举陷入了一种僵局:如果不允许

委托投票,在大量村民常年流动在外的情况下,很难保证“双过半”中前一个“过半”顺利

实现,村庄因此无法被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政治共同体。同时,那些流动在外却依然内在

地属于村庄之一员的村民的选举权利也无法实现。如果允许委托投票,可以保证在日益

“空心化”的村庄中,通过参加选举来表达意志的村民能够至少在形式上满足“过半”的有

效性标准。实践中,绝大多数地区均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赋予委托投票以合法性。〔78〕

但是,委托投票制度的随意性可能降低村委会选举的质量,村民对委托投票不规范现象

的质疑,也会损害整个村委会选举的正当性。

委托投票在操作中容易出现问题,但是又不能完全取消。于是,各个地方都开始探索规范

委托投票使用的改进方案。由于近亲属之间具有更强的信任关系,所以,在选举中委托自己的

近亲属替自己投票是村民们自然而然的选择。据调查,外出的村民进行委托投票的,其受托人

中父亲(公公)最多,2004年占55%,2007年占48%;配偶次之,2004年占24%,2007年占

23%;母亲(婆婆)排第三,2004年占11%,2007年占18%。如果算上儿子、女儿(儿媳妇),父

亲(公公)、配偶、母亲(婆婆)、儿子、女儿(儿媳妇)这五类近亲属作为受托人为外出村民投票

·08·

中外法学 2020年第1期

〔76〕

〔77〕

〔78〕

参见(美)乔赛亚·奥伯:“‘民主’的原初含义:做事能力,而非多数决”,欧树军译,《北大法律评论》

2012年第2期,第560-567页。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1页。
参见唐鸣:“村委会选举中的委托投票问题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第87-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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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2004年和2007年平均占到了93%。〔79〕

经过各个地方多年的实践和探索,2010年10月28日通过的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

确规定,对于已经登记的合法的、适格的选民,在举行选举时因故无法亲自参加投票的,“可以

书面委托本村有选举权的近亲属代为投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修订稿第一稿提出,

可以书面委托“他人”投票,只是强调书面委托,对“他人”的范围未作限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一审中,有常委担心“他人”身份不受限制会引发委托投票权利被滥用并引发贿选等问题。于

是,在修订第二稿中将“他人”改为“同一家庭户口内的其他成员”,对受托人的范围进行限制。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中,有常委提出村民中的单身家庭或村民举家外出时怎么办理委托的

问题,如果严格限定为只能委托家庭户口内的成员,他们将无法参加投票、表达意志,既事实上

限制了选举权利,又减少了选民参选率。于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稿将“同一家庭户口

内的其他成员”改为“有选举权的近亲属”,扩大了可受委托的选择范围。〔80〕所谓近亲属,新

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但在其他法律的规定中,近亲属一般包括

了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有时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正

是一个扩展家庭的范围。因此,这种委托投票制可称之为“户内委托投票”,区别于修法之前不

限定受托人身份的委托投票。

“户内委托投票”是保证选举形式有效性和保证选举实质正当性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正

是因为在选举实践中,村民委托自己近亲属代为投票的比例最高,在委托投票中,委托近亲属

代为投票产生纠纷的情况最少,法律才将委托投票的受托人规定为“本村有选举权的近亲属”,

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外出者可以办理委托,但又尽可能将委托投票限定在信任度较高的近亲属

范围内。

(三)补救机制二:户代表制

基层自治的职能主要是两项,一个是“选人”,一个是“议事”。“选人”主要通过换届选举实

现,“议事”则通过会议形式实现。户代表制相应也有“户代表选举”和“户代表会议”两种形式,

前者是选举机制,后者是议事机制。

首先,户代表选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应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因

此,在村民自治推行早期,一些地方选择以户代表选举的形式产生村民委员会。〔81〕如今,在

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户代表选举已不多见。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居委会选举有居民直

接选举、户代表选举和居民小组代表选举三种方式。因此,在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中,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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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80〕

〔81〕

张同龙、张林秀:“村委会选举中的村民投票行为、投票过程及其决定因素———基于全国5省100
村2000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3年第4期,第59-68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释义》,
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206页。

参见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

版,第202页;张友渔:“关于村民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张友渔文选》(下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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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选举是一种合法有效的选举形式。〔82〕据民政部统计,在采用户代表选举制度的26个

省、市、自治区中,2001年到2003年,社区居委会户代表选举的平均比例为12.95%,2004年

到2006年为19.2%。〔83〕近来,“一户一票”甚至成为一些城市社区基层组织换届选举的主要

形式,如2015年7月,北京市西城区260个社区居委会完成换届选举,其中户代表选举比例达

到63.1%。〔84〕

其次,户代表会议。村(居)民会议是人民群众实行自治的权力机构。然而,受人口规模、

分布状况、生产生活多样性和人员流动性不断增强的影响,经常性地组织召开村民会议事实上

也不可能,即使召集了村民会议,由于人数众多,村民也不可能充分参与讨论并作出有效决策。

于是,许多地方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创造了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因此,户代表会议相应也有两

种存在形态,第一种是“作为村民会议实现形式的户代表会议”,第二种是“作为村民代表会议

实现形式的户代表会议”。

以户代表会议作为村民会议实现形式的实践探索以福建最为典型。福建一些地方早在上

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户代表会议的探索,2002年之后开始逐步制度化和规范化。2011年9
月15日,福建省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行农村户代表会议制度的意见》,开始在全省农村地区全

面实施户代表会议制。〔85〕在实施户代表会议制之前,福建很多的村“已经10多年没有召开

过村民会议了,村民会议作为农村重大村务的决策形式之一已经名存实亡”。〔86〕户代表会议

制度的具体实施办法是,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单位,每户从18周岁以上的家庭成员中推选

一名成员作为户代表,村民小组内事务直接召开村民小组户代表会议议定,涉及全村的重大村

务通过召集各村民小组户代表会议征集意见,最后按多数户代表意见作出决策,或直接通过全

村户代表会议进行表决。户代表会议复活了村民自治的最高权力机关,为村民经常性地参与

村庄公共事务治理提供了便捷有效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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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83〕

〔84〕

〔85〕

〔86〕

居民自治与村民自治的发展并不均衡,主要是因为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所内嵌的社会结构和所遭

遇的社会冲击不同。村庄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村委会选举是一个更换资源控制者和分配者的机制,与每一个

村民的利益分配密切相关,因此,村民有较大的热情关注并投身选举;而城市社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居住

空间,居委会并没有掌握多少可供分配的重要资源,居民对社区也没有什么依赖,故对于选举也就不甚在意。
村委会选举所遭遇的社会冲击主要是海量人口跨区域流动所导致的“空心化”,引入“户内委托投票”机制便可

化解。而居委会选举所遭遇的社会冲击则是“单位”已经瓦解,而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尚未形成,单纯的居住

空间因缺乏团结纽带而陷于“离心化”,即便引入“户内委托投票”也无济于事。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下,要求社

区也像村庄一样在短时间内普遍实现直接选举可能不太现实,可行的方案或许是进一步扩大户代表选举的

比例,同时也为社区公共生活扎根生长开辟空间。
史卫民、郭巍青、王金华等:《中国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

246-247页。
文静、费秋林:“西城居民选出社区‘当家人’户代表选举比例超六成”,载《京华时报》2015年7月

20日。
《中共福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全面推行农村户代表会议

制度的意见》,闽民建〔2011〕246号。
江宝章:“泥巴中生长起来的村民民主”,载《人民日报》2006年5月31日,第0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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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户代表会议作为村民代表会议实现形式的实践探索以河南郑州最为典型。河南省郑州

市中牟县白沙镇2004年前后开始推行家庭联户代表制。具体做法是:首先,每个家庭内部推

选一名18岁以上的家庭成员作为家庭代表,代表家庭参与村组事项的决议;其次,或者按照就

近居住或者通过自由组合,每10-15个家庭组成一个联户组织,由各个家庭代表推选产生一

个联户代表,联户代表代表联户家庭参与村组事务治理;第三,全体联户代表每月召开一次会

议,讨论、决定村内重大事项;第四,由联户代表按照相应比例推选成立村民监督组织,监督村

委会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处理。家庭联户代表会议制度为原本是“原子化”的小农家庭搭建了有

序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平台和载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8年,郑州市将家庭联户代表制

度推广到全市农村。〔87〕家庭联户代表制对村民代表会议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在村民代表与

村民之间建立了明确可感的委托授权关系,一户一个家庭代表,十户一个联户代表,联户代表

对选举他的联户家庭代表负责,是选举他的联户家庭的权利和利益的代言人,同时也是沟通村

级自治组织和每一个家庭的信息桥梁,能够有效提升每个家庭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政治

效能感。〔88〕

福建与河南是户代表会议两种实现形式的典型探索者,但户代表会议的实施并不仅限于

福建、河南两省。事实上,辽宁省也很早就开始了联户代表制度的探索,四川省推行的一户一

票、一事一议的村民议事会制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山东、江西、浙江、江苏等省市自

治区也都有地区选择户代表会议作为村民真正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有效实现形式。〔89〕

(四)如何认识“一户一票”

户代表制以户为单位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与监督,是纯正的“一户一票”,户内

委托投票是以扩展家庭为边界呈现选举意愿,在实践中经常表现为一个家庭派一个代表参与

投票,因此可算是不标准的“一户一票”。在独立自主的个人作为法权主体已经成为现代政治

法律之“公设”的今天,在民主日益被下降、化约为“一人一票”的政治法律话语主导之下,“一户

一票”民主实践何以能够获得广泛的观念支持和有效的制度赋形,其动力机制和内在逻辑是什

么?

第一,“一户一票”之所以能够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是因为以家庭为行动单元的自治形态

为基层民主提供了低组织成本和高政治效能的实现途径。一个人的选票几乎不可能影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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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88〕

〔89〕

《中共郑州市委办公厅、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全市农村实行家庭联户代表制度的意见(试
行)》,郑办〔2008〕44号。

中央党校基层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激活社会细胞 创新社会管理 推动创先争优”,载《学习

时报》2013年12月2日,第011版。
关于辽宁、四川、浙江、山东、江西等地方户代表治理实践,参见居玉清:“联户代表———建立村民会

议制度的探索”,《乡镇论坛》1989年第11期,第5页;徐勇、邓大才主编:《中国农村调查》(第1卷),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7-68页;林上军、吕玥、方磊:“户代表:民意发言人———岱山探索农村民主议事新

方式”,载《浙江日报》2010年9月2日,第015版;易凌炜、兰小桃:“联户代表制度促进群众自治”,载《中国人

口报》2010年5月13日,第003版;田宏耀:“山东荣成:探索低保‘户代表评议制度’”,载《中国社会报》2012
年4月18日,第0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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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所以,在工具理性意义上,参加投票经常被认为是非理性的。〔90〕所以,在规模性的投票选

举中,投票率往往很低。如果参与选举或决策还要额外付出更多成本,如距离较远需要乘车前

往、需要耽误工作或者需要放弃休息等,选民参与意愿会更低。在“一户一票”中,原本需要多

个人共同完成的一件工作,变成只需要一个人就能完成,从而大大缩减了参与成本。就政治效

能而言,一般来说,个人的直接参与会优于委托代理的参与。可是,政治生活的形式与人口规

模密切相关,一旦人口数量超过一定规模,就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能直接参与政治。〔91〕正是

政治性代表的出现,使大规模民主成为了可能。〔92〕但代表制也经常成为政治效能的灾难,因

为,当人们将权利让渡给代表,自己就可能重新回到对公共事务无能为力的状态。然而,在“一

户一票”下,由于高度的信任关系,极低的信息传递沟通成本,加上亲密关系中的惩戒机制保

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减少委托代理导致的政治效能的衰减。此外,由于组织成本较

低,户代表会议可能成为真正的经常性议事机构,持续而有效的参与使村民能够获得较高的政

治效能感。

第二,“一户一票”在形式平等与有效代表两个相互冲突的民主目标之间实现了均衡。关

于“一户一票”的质疑和批评主要集中于其形式正当性,认为将包含不同人口数的“户”都赋权

为一票,违背了“一人一票,每票等值”的平等标准。“一人一票,每票等值”的原则诞生于英国

早期围绕选区划分平等的斗争,它以数字的直观形式阐释了民主的平等要求。〔93〕但是,自

“一人一票”原则诞生以来,在国际民主实践当中,关于“一人一票,每票等值”原则的理解和适

用普遍采用大体平等而非绝对平等标准。如加拿大最高法院在1991年“卡特诉萨斯喀彻温省

案”中指出的,“首先,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使划分的界限正好保证选区之间选民数

量相等……其次,如此的相等即使能够做到,也会被证明是不需要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有效代

表的主要目标落空。像地理、群体历史、群体精神和少数代表必须予以考虑,以保证我们的立

法机构有效地代表社会各界”。〔94〕

在形式平等与有效代表两个相互冲突的民主目标之间,成熟而务实的民主政治应当在保

障大体平等的基础之上优先致力于有效代表的实现。要想实现有效代表,必须考量那些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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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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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古丁、克林格曼:《政治科学新手册》,钟开斌、王洛忠、任丙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版,第989页。
人口与政体的关系是经典的政治问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有相关的讨论,柏拉图甚至将

其设计的名为“马格尼西亚”的理想城邦的公民总数规定为5040人。达尔和塔夫特关于现代民主与人口规模

的研究也揭示,民主政治体系中的公民效能和体系能力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参见(古希腊)柏拉

图:《法律篇》,何勤华、张智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以下;(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53-355页;(美)罗伯特·达尔、爱德华·塔夫特:《规模与民主》,唐皇

凤、刘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9页。
参见(澳)克里斯托弗·霍布森:“革命、代表与现代民主制的根基”,欧树军译,《北大法律评论》

2012年第2期,第568-588页。
参见屠振宇:“一人一票原则在我国的适用”,《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第39-54页。

Carterv.Saskatchewan(AttorneyGeneral),1991CanlⅡ61(S.C.C.),[1991]2S.C.R.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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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代表性充分实现的自然地理、人口分布、历史传统、文化特性等实质性因素。〔95〕在农村

社区的“空心化”和城市社区的“离心化”,导致基层民主遭遇选民无法“过半”的选举难题和村

(居)民会议无法召集的治理难题的背景下,作为自然历史单位的家户就成为一种在约束条件

下可容忍的大体平等的政治意志代表单位。抛开作为自然历史单位的家户,以数字平等的方

式重新分割划定表意单位和代表机制,要么根本不可能,即便可能,也终究会因“民曰不便”而

被民众以用脚投票的方式弃置不用,最终导致有效代表目标的落空。

第三,“一户一票”民主机制是对“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形式和“同居共财”

的生活方式的法权回应。马克思指出,“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

式等等”。〔96〕生产、产权的单位和形式与统治、治理的单位和形式密切相关。人民群众之所

以能够在基层民主自治制度遭遇普遍性的选举和治理危机之时探索出“一户一票”的民主机

制,正是因为他们敏锐地发现并有效地发掘了中国“家户制”传统中潜藏的对于政治整合与国

家治理的能动性力量。〔97〕

西方主流理论认为,伴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家庭生产经营将被个体

化的产业工人大生产所取代。〔98〕然而,来自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证据却显示,虽然实现形

式有所变化,但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基本经济单位,仍然是家庭,而非个人。〔99〕因此,“一家一

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实际。同时,在生活方式上,现代化

带来的“家庭的离散化、亲属网络的碎片化和人的拆分式再生产”并不意味着家庭的解体,而恰

恰意味着家庭这个共同体获得了新的团结方式。〔100〕因此,尽管表现形式在发生变化,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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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96〕

〔97〕

〔98〕

〔99〕

〔100〕

我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的“三个平等”原则,就是平衡地理、历史、人口、民族、政治等综合因素而确立

的大体平等原则,而非仅以人口数为标准的形式平等。按照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王兆国副委员长的解释,
“一是保障公民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代表,体现人人平等;二是保障各地方在

国家权力机关有平等的参与权,各行政区域不论人口多少,都应有相同的基本名额数,都能选举一定数量的代

表,体现地区平等;三是保障各民族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要有一名代表,体现民族平等”。
李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导读与释义》,中国民主法

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8页。
徐勇对中国的家户制传统有较多阐释。参见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

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第102-123页。仝志辉分析了家庭机

制介入选举过程的利弊。参见仝志辉:“村委会选举的村庄治理本位:从户内委托投票辩难走向选举权

利祛魅”,《中国农村观察》2016年第1期,第2-14页;仝志辉:“选举质量的村社共同体视角:家庭机制

介入选举及其利弊”,《学海》2017年第4期,第27-35页。
参见黄宗智:“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开放时代》2011年第5期,第82-

105页。
参见黄宗智:“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基本经济单位:家庭还是个人?”,《人民论坛》2012年第1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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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的“同居共财”的生活方式依然是中国家庭的普遍事实。

为回应“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和“同居共财”的生活方式,中国民法还创造出了两

个特殊主体,即“农村承包经营户”和城市“个体工商户”,来吸纳遍布城乡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经

营方式和产权结构。“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形式和“同居共财”的生活方式,不

但导出以整体性的家庭为单位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而且会创生出以家庭为认同单元的集

体行动的逻辑,以及以家庭为载体的政治治理形式。因此,“一户一票”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网

络及其运作机制早已经在那里了,只是等待一套创造性转化机制将其激活。

五、结 论

近代以来,以独立个体直接面对主权国家的方式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取代了“拟家化”

的家国共同体,成为新的政治组织蓝图。现代政治法律理论假设,现代主权国家是以单子式的

个体而非血缘共同体作为构成单位组织起来的政治体,甚至认为“人结成政治组织的能力不仅

不同于以家庭为中心的自然联合,而且与后者直接对立”。〔101〕于是,在关于宪制问题的讨论

中,几乎再也难以发现家庭的踪影。然而,这种假设经常忘记,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先在的家

庭在物质与文化两个维度上持续生产着作为现代国家之质料的公民。如保罗·金斯伯格所揭

示的,“人们通过虚晃一招而将家庭与政治领域隔离开来。如何打破这层隔离,以释放家庭的

部分活力,从而有助于重塑民主,这很可能是现代政治最大的一个谜团”。〔102〕

中国家户制传统既是宪制问题的制造者,也为宪制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组织资源。“编户齐

家”式的组织与规训机制,作为宪制问题的“齐家”的早期形态,帮助正式官僚十分有限而疆域

人口却又非常庞大的古代中国实现了简约而有效的治理。家庭成分与家庭户口,作为集体化

时代“齐家”的宪制构造,通过对家庭这一政治符号以及附着于其上的象征性资本的分配,实现

了对实质性资源的调配和现实性权力结构的调整,完成了以农业集体化为工业化开辟道路的

组织目标。而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形式和“同居共财”的生活方式相对应的

“一户一票”民主机制,则将刚刚解决了因国家权力上移而导致的治理真空问题却又因为海量

人口的跨区域流动而陷入选举与治理双重危机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拖出了困局。

作为宪制的“齐家”问题背后,矗立的是家庭借助不同的制度作为载体一直顽强地充当着

国家的组织基础和治理单元这一古老而强大的传统。恩格斯说:“存在的统一性,或者说把存

在理解为一个统一体的根据,正是需要证明的”。〔103〕本文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一份这样的证

明。从“编户齐家”到“一户一票”的历史应当被视为是“一个历史”而非全然的新生的事物。长

期的文明历史为中国的现代化准备了基本的形式,当注入新的质料元素,便可能使古老的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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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英)保罗·金斯伯格:《民主:危机与新生》,张力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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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焕发青春。无论是编户齐家、家庭成分与家庭户口,还是作为“一户一票”实现方式的户内

委托投票制与户代表制度,或许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基层社会政治整合的问题,但

是,它至少告诉我们,在有着深厚家户制历史传统的中国,将人民“组织起来”的宪制整合,不必

尽废家庭而求得个人的联合,而是可以尝试着找回家庭,通过家户将人民“组织起来”。“齐家”

的宪制传统能否与古为新,活力永续,则端赖我们能否通过创造性的转化,不断将散失在日常

生活角落中的传统重新转化为亲切贴己的生活之道。

Abstract:Howtoorganizedecentralizedindividualsintoanorganiccommunityisaconstitutionalis-

sue.IntheearlyEasternandWesternsocieties,thefamilywasregardedastheprincipleofsocialorgani-

zation.UnliketheWest̓sincreasinglylessemphasisonthefamilyinthemoderntimes,theimportanceof

thefamilyinsocialintegrationbecameamajorconstantintheChineseHistory.AncientChinacreatedthe

mechanismofgoverningpeoplethroughhouseholdregistrationgroup.Chinaduringthecollectivization

periodhascreatedagovernancebasedonfamilyoriginandfamilyaccounts,throughthedistributionof

familyasapoliticalsymbolandthesymboliccapitalattachedtothefamily,inordertoachievethede-

ploymentofsubstantiveresourcesandtheadjustmentoftherealpowerstructure.ContemporaryChina

hascreateda“OneHouseholdOneVote”mechanismintheformoftheproxyvotingwithinhousehold

andhouseholdrepresentativesystem.Itabsorbshouseholdsasnaturalhistoricalunitsintopoliticalideo-

graphicunits,andresolvestheelectionandgovernancecrisisencounteredbygrassrootsdemocracy.From

themechanismoffamilygovernancebyhouseholdregistrationto“OneHouseholdOneVote”,organizing

peoplethroughthefamilyaretransformedintoanancientandpowerfulChineseconstitutionaltraditionin

thecontinuouscreativetransformation.

KeyWords:Constitution;FamilyGovernance;FamilyOrigin;FamilyAccount;OneHouseholdOne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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